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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域下的历史变迁·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
———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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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摘　要：１７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
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１７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７６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

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
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
简是１７世纪初期耶稣会士 “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 《中国新史》表现

了１７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 《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１７世纪后
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

１７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１７世纪　耶稣会士　北京　利玛窦　安文思　李明

明末清初年间西方来京人员主要出自两途，一是传教士，二是遣使。其中传教士又以耶稣
会士人数尤多。由于各种原因，１７世纪进入北京的西方传教士留下其在京观察、生活纪录者并

不太多，利玛窦、安文思、李明是这颇为稀见名单中的三位代表。他们有关北京的著述，不仅
留下了当时西方耶稣会士观察北京的亲历经验，成为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而

且为我们考察明末清初北京提供了在中文文献中不易见到的另一面，是我们研究明末清初中西
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１７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 “北京经验”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在北京的实际生活经历，包

括与朝廷的关系、与士人的交往和传教经历，它常常是中西关系史或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对
象；二是对北京的所见所闻实录，特别是对北京城的基本面貌的描绘，它构成西方北京知识谱

系的来源，是西方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通过对北京的 “城市阅读”，认识和评估中国的政
府机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科技水平和风俗习惯，这是一项跨文化研究，属于 “形象学”

的研究范围。现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第一方面，① 故本文侧重对第二、三方面内容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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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这一专题的西文研究成果较多，中文著作较少。代表性的成果有Ｃ．Ｗ．Ａｌｌａｎ，Ｊｅｓｕｉ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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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广州：广东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一、１７世纪来京耶稣会士概述

检索法人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和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

两著，从１５９８年利玛窦首次入京开始，到１７００年成立在华法国耶稣会士传教区这一百多年间，

西人以耶稣会士身份来京知名者，约为７６人，现将这份名单从两书列传中辑出。① 按他们来京
时期，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５９８年利玛窦入京至１６４４年明亡，共有１８位耶稣会士来京，他们是：利玛窦
（意）、郭居静 （意）、龙华民 （意）、庞迪我 （西）、李玛诺 （葡）、费奇规 （葡）、熊三拔 （意）、

阳玛诺 （葡）、金尼阁 （法）、艾儒略 （意）、毕方济 （意）、傅汎际 （葡）、邓玉函 （德）、汤若
望 （德）、罗雅谷 （意）、方德望 （法）、陆若汉 （葡）、万密克 （德），其中龙华民、汤若望、方
德望到清初仍居京，成为跨越明清两朝的在京耶稣会士。利玛窦是这一阶段的中心人物。

第二阶段从１６４４年清军进京至１６６６年汤若望病逝，共有３０位耶稣会士来京，他们是：安
文思 （葡）、利类思 （意）、瞿洗满 （葡）、聂伯多 （意）、郭纳爵 （葡）、何大化 （葡）、潘国光
（意）、李方西 （意）、卫匡国 （意）、穆尼阁 （波）、金弥格 （法）、张玛诺 （葡）、成际理 （葡）、

汪儒望 （法）、洪度贞 （法）、刘迪我 （法）、聂仲迁 （法）、穆格我 （法）、穆迪我 （法）、柏应
理 （比）、苏纳 （德）、毕嘉 （意）、白乃心 （奥）、殷铎泽 （意）、陆安德 （意）、鲁日满 （比）、

瞿笃德 （意）、南怀仁 （比）、恩理格 （奥）、闵明我 （意）。内中安文思、利类思是作为战俘押
解至京，还有２１位系因１６６５年教案从各地遣送北京。② 汤若望是这一阶段的中心人物，人们称
此时期为 “汤若望时代”。

第三阶段从１６６６年汤若望病逝至１７００年，共有２８位耶稣会士来京。他们是：皮方济
（葡）、徐日升 （葡）、李西满 （葡）、罗历山 （意）、马玛诺 （葡）、苏霖 （葡）、安多 （比）、塞
巴斯蒂昂·德阿尔梅达 （葡）、③ 洪若翰 （法）、白晋 （法）、李明 （法）、张诚 （法）、刘应
（法）、郅维铎 （葡）、郭天爵 （葡）、卢依道 （意）、李国正 （葡）、纪理安 （德）、法安多 （法）、

费约理 （意）、鲍仲义 （意）、何多敏 （意）、翟敬臣 （法）、巴多明 （法）、南光国 （法）、雷孝
思 （法）、卫嘉禄 （法）、罗德先 （法）。④ 中心人物先后为南怀仁、徐日升和张诚。１６８８年法国

５位 “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来京和１６９８年白晋带来的数位耶稣会士，使法国耶稣会士在人
数上骤然增多，其所形成的 “规模效应”明显对葡萄牙在中国原有的保教权构成挑战。⑤

从上述名单可见，１７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共计７６人，约占同时期来华耶稣会士的三分之
一，这与１６世纪西方耶稣会士基本局限在东南沿海等地活动的历史格局大为不同。１７世纪耶稣
会士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深入腹地，进入北京，形成了一个散布中国境内１２个省份的传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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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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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下册，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荣振
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下册，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每人后列其国
籍。各统计数据，容或与实际数字小有出入，但大致规模应可信。

押解来京的耶稣会士名单参见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１８０—１８１页；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８４２—８４３页。

此人未见汉名，其生平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２０页。

樊继训可能于１７００年抵京，暂未计入，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第５７３页。

有关法国传教区的设立及其与葡萄牙保教权之间的矛盾，参见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
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２８—２３５页。



络。① １６世纪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或中转站，到１７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实已成为

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从所属国籍或民族看，意大利２２人，法兰西２１人 （其中１６８８年以后１２
人），葡萄牙２０人，德意志５人，② 比利时４人，奥地利２人，波兰１人，西班牙１人。耶稣会

士的这种国籍分布与其在欧洲的发展情形基本一致。③ 意大利、葡萄牙人在１７世纪前８０多年居

有优势，随着１６８８年法国 “国王的数学家”五位耶稣会士的到来，法兰西人后来居上，到１８世

纪后逐渐取代了前此意大利、葡萄牙人的地位。耶稣会于１５５１年创立印度果阿管区，管辖范围

包括中国、日本和葡萄牙在东方的领地，从１５８２—１６９８年中国历任副省会长共有２３位，内中有

１８位在京传教，④ 这说明北京已成为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的重心所在。

耶稣会士来京之缘由：一为皇帝所召。这些人约占来京的耶稣会士一半，大多身怀一技之

长，或修历，或以数学、音乐、美术见长，或充当翻译，他们驻京时间相对较长。邓玉函、汤

若望、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升、安多等先后执掌钦天监。二为被押解至京师。１６６５年因教案

被押解抵京者就有２１人，这些人居京时间甚短，且无行动自由，被监禁在东堂达两月之久，

“方奉旨定断：除南怀仁等四教士仍得留居京师外，其余俱遣发广东交该省总督看管”。⑤ 真正自

由游历来京或潜入京城者绝少。与西方来京的其他传教士教派相比，耶稣会在人数上占有绝对

优势。

在来京的西方耶稣会士中，其中有一部分在京身殁，死后葬在北京西郊的栅栏墓地，他们

是：利玛窦 （１６１０）、邓玉函 （１６３０）、罗雅谷 （１６３８）、龙华民 （１６５４）、郭多明 （１６６５）、汤若

望 （１６６６）、安文思 （１６７７）、利类思 （１６８２）、南怀仁 （１６８８）、郭天爵 （１６９４）、翟敬臣
（１７０１）、南光国 （１７０２）、樊继训 （１７０３）。⑥ 他们成为北京的 “永久居民”，是１７世纪中西文化

交流的历史见证。

除耶稣会士外，其他还有方济会士、多明我会士来京，其中因１６６５年教案来京的方济会士

１人，多明我会士４人。⑦ 不过，当时方济会在京尚未自立教堂和设立教会组织。⑧ 这与方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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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４页。

费赖之、荣振华将邓玉函列为德意志人，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１５８页；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９５７页。但亦有人认为邓玉函应为瑞士人，参见冯
铁、费瑞实、高思曼：《走近中国———瑞士人在华见闻录》，陈壮鹰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０年，
“前言”，第１页。

参见埃德蒙·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张茄萍、勾永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第３３—５６页。

有关中国的历任副省会长名单，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册，第７８０—７８２页。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１０５页。王著专立一章言及此次教案。被监禁的传教士被释放或押解
出京与当年北京发生的地震有关，参见约·弗·巴德利： 《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２册，吴持
哲、吴有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１６１１、１６１３页。

参见高智瑜、马爱德主编：《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美国旧
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２００１年，第３５页。

名单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１８０页。

参见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 （１５７９—１７３２）》，表１ “１５７９—１７００年入华方济会
传教士统计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４６７—４７１页。该表注３说明 “该表未提及１６３３年被派
往台湾，１６３４年１１月由台湾进入中国内陆的西班牙方济会传教士马方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ｌａ　Ｍａｄｒｅ　ｄｅ
Ｄｉｏｓ），他曾于１６３７年与同会雅连达一同前往北京传教，１６３８年被驱逐出境”；又据杨靖筠 《北京天主
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中 《北京教区历任主教》“伊大任，意籍方济各会，１６９０—

１７２１年第一任”（第１１２—１１３页），可知方济会传教士可能是迟至１６９０年才在北京立足。



多明我会的传教策略有关，他们比较注重在下层民众和地方传教，在 “中国礼仪之争”中更是
与利玛窦的 “适应策略”持相反意见。① 而耶稣会注重在上层官僚和士人中传教，利玛窦在北京
获得居留权后，就 “打算建立基督教国家高度文明教养中心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永久密切联
系，片刻也不怀疑只要争取到知识分子，全中国也就争得了”。② 因此，耶稣会士始终以在北京
发展教徒、争取上层的认可和支持作为自己的目标。

二、利玛窦的 “北京经验”

北京作为 “东方文明的交汇点”，她所展现的宏大与辉煌，始终是诱惑西方的一盏明灯。利
玛窦是我们迄今所知进入北京的第一位西方耶稣会士，此举在西方人看来是 “登上了月球”。③

在外人不得随意进入内地游历的背景下，其进京确是充满了神秘和传奇。因此，利玛窦的 “北
京经验”作为一个范本，向后来的耶稣会士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进入北京？二是如何在
北京留下来长期居住？三是如何在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利玛窦留下的日记、书信及其回忆录，

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答案。

利玛窦从进入中国境内起，就将进入北京、请求皇帝允准传教作为自己的目标。１５９５年他
在南昌传教时曾获得一个陪伴兵部侍郎石星进京的机会，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意，他走到南
京就被迫止步了。他向罗马方面报告这一消息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想要进京的强烈愿
望。④ 利玛窦第一次进京是１５９８年从南京乘船沿大运河北上，途经江苏、山东、直隶三省。通
过此行，利氏对大运河在向北京供应物资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有了清晰的了解，这也许是利氏
“北京经验”的最早收获。⑤ 利氏的另一个收获是对沿途所经重要城市的纬度作了精确测量，其
中北京４０度，“这就纠正了那些只凭想象认为北京位于纬度５０度的人的错误”。而从南京到北京
的距离为３３３５视距尺。⑥ 这大概是西人第一次对于南京至北京的距离和纬度的精确测算。⑦

９月８日利玛窦进入北京，这一天正是圣母圣诞节的前夕。进入利玛窦视野的北京城，与此
先他所居住的南京城风格迥然不同，他对这两座城市做了比较：

城市的规模、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物的结构以及防御都远不如南京，但人口、军队、

政府官员的数目则超过南京……皇宫建筑在南墙之内，象是城市的一个入口，它一直延伸
到北墙，长度贯穿整个的城市并且一直穿过城市的中心。城市的其余部分则分布在皇宫的
两侧。这个皇帝的居处不如南京皇宫宽阔，但它建筑的雅致和优美却由于它的细长的线条
而显得突出。由于皇帝不在那里，南京已逐渐衰微，象是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而北京则
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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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８—１００页。

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下册，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５７１页。有关利玛窦在北
京传教的 “适应策略”论述，参见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第６章 “适应传教路线的
最终形成和理论总结”，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３７１—４８６页。

参见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５９页。

参见 《利玛窦全集》第３册，台北：光启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１、２１９页。
《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３２５、３２６、３２８页。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３２８页。

参见陈观胜：《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禹贡》第５卷第３、４期，１９３６年。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３２９页。



利氏特别留意到北京人 “在多灰尘的季节”戴面纱的习俗，“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
面，但不透灰尘”。“戴面纱的习惯对神父们是恰合时宜的。在战争岁月里，外国人走在街上多

少有些冒险，但是戴上面纱，他们可以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不受干扰地旅行。”① 面纱竟然成
了掩护神父们活动的面具。

像马可·波罗一样，利玛窦对北京居民使用的燃料———煤发生了兴趣。“这是一种从地下挖

出来的化石焦，象列日 （Ｌｉｅｇｅ）附近的比利时人所用的那种一样。”② 第一次进入北京，利玛窦
遇到的一个难题是持有汇票却不能在北京兑现，③ 这反映了当时中西方汇兑制度的差异和隔阂。

利氏本人对于北京之行的报告现未公布，详情不得而知。美国神父邓恩后来如是评价利玛

窦第一次北京之行：

这一次的北京之行，使利玛窦对作为明王朝都城的北京，其政治上的作用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也使他更加确信传教工作需要耐心和慎重，同时也坚定了必须建立一个可靠的联

络网的信念。这趟旅程也使他们获得了其他方面的知识。在一路北上的途中，利玛窦和郭
居静以太阳为参照物，测算出他们所经过的大城市所在的纬度，他们还以中国的 “里”为

长度单位，测量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距离。到了北京之后，根据这些数据，利玛
窦认为当时的中国与马可·波罗所讲的 “契丹”是一个国家。④

以后，耶稣会士在利玛窦的基础上继续工作，“通过比较和研究在中国、印度以及欧洲所发生的

一系列的月食的观察结果，熊三拔确定了北京的经度。与此同时，庞迪我也计算出了从广东到
北京的多数主要城市的纬度”。⑤

１６００年５月１８日利玛窦第二次获机从南京北上，不料在天津遭到太监马堂的扣压，经过神

宗的 “御批”才得以放行，并终于在１６０１年１月２４日到达北京。⑥ 利玛窦最初被安排在 “四夷
馆”居住，这是明朝接待外宾的馆舍，利氏在札记中留有对 “四夷馆”的详细记载。⑦ 不久，神

宗打破西人不许长住京城的 “祖制”，破例允许利玛窦一行居留京师，并配发相当的俸禄，利氏

如实地报告了这一突破性的进展：皇上 “恩准我与四同伴居留京师，一如准许供职朝廷的回教
人或鞑靼人居留北京一般。因为曾多人相告，在中国获此特恩，颇不容易，而这特恩为我等传

教事业却非常有利，因为蒙准居住北京，获皇上恩赐生活费一事，在中国社会中甚受重视，虽
然所获为我们全体会士的开支仍显不够，但我及四位同伴则可终老京师，且如已往和在朝廷供

职的人一样，有诵经及行动之自由”。⑧ 最初的两三年，因购置房产费用太高，利玛窦一行挤住

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直到１６０５年８月他们才在城南宣武门找到了一处固定住所，“修建了一间
漂亮宽阔的礼拜堂”，⑨ 这就是南堂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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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３３０页。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３３５页。

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４２页。

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１００页。

利玛窦第二次进京经历，参见林金水： 《利玛窦与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７５—８２页。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４１３—４１５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２９８页。

有关利玛窦在宣武门住所来源有两说，一为利玛窦自己在信中和札记中所说的自购，一为中文文献黄
伯禄 《正教奉褒》和刘侗、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所说的万历皇帝赐予。参见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
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第６—８页。



在第二次居住北京期间，利玛窦获得大量第一手北京的材料，丰富了他的 “北京经验”，现
在保留的１６０２—１６０９年期间他所撰写的１９封书信，体现了他的这一收获。从利玛窦书札中，我
们可清晰地获得利玛窦在北京的传教活动和发展教会组织的线索。据利氏自述，到１６０４年，北
京会院除他本人外， “尚有庞迪我神父与费奇规神父；修士有徐必登与石宏基；另外有学生两
人，他们被视为耶稣会中之人，给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一共十六人，大家每日皆很忙碌。”①

他们当时已可自由传教，制作了世界地图，甚受中国士人的重视。１６０５年他们在北京印刷了日
常经文、信经、天主十诫以及其他有关天主教信仰的种种问答，分发给中国各教会使用，“这样
中国教友有了统一的经文与要理问答。这册较以前使用的与原文更符合”。② 这一年 “北京教友
增加一倍，在领洗簿上登记的已有一百人以上”。③ “其中几位颇有地位，所以在教友数目字上我
们不如其它教会；但如以教友的素质而言，我们却在其它教会之上。”④ １６０６年， “有三十六人
受洗，弃婴不计在内”。徐光启的父亲在这一年的复活节领受洗礼。１６０７年，利玛窦遇到了一次
攻击，但得以安然渡过难关，⑤ 会务工作继续获得发展， “我们给一百三十、四十个人付了洗，

部分来自城市，部分来自乡间”。⑥ 到１６０８年，北京教会发展到三百余位教友，“多为知识分子，

是好教友”。⑦ 现今有关１７世纪前十年北京天主教教徒人数的统计数据不一，利玛窦书札所记人
数应该最为权威。

传教士对当地发生的灾情有着特别的敏感，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发展机会，利玛窦书
札中有多处提到和记载了１６０４、１６０７年北京发生的两次暴雨水灾和随之而出现的传染病流行情
况。⑧ 有关这两次因暴雨所出现的水灾在中文文献中虽有记载，⑨ 但随后出现的疾役流行情形似
不曾见载，而利氏对损失情况之记录则可补中文文献之不足。瑏瑠

利玛窦入乡随俗，为适应北京本地习俗，在生活习惯上做了不少自我调整，包括穿中国式
衣服，留胡须和头发，睡木板床，吃大米。瑏瑡 但他也有看不惯甚或厌恶的习俗，如炼金术和 “企
图延年益寿长生不死”，利氏称之为 “中国人两种非常愚蠢的作法”，他注意到这种恶习空前流
行，“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北京城里，在大臣、宦官以及其他地位高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是
不沉溺于这种愚蠢的研究的”。瑏瑢 在给罗马方面的书信中，利玛窦甚至批评当朝的神宗：“这位万
历皇帝久久不立太子，不接见他的儿子，也不和任何人谈论立太子的事，整日住在宫中……我
真不知道我们中有谁能了解中国的这种治理之道？”瑏瑣他实际上已预感到大明王朝正在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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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２６５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２６９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０６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２７５页。
《利玛窦全集》：“１６０７年１０月１１日，八位地位显赫人士控告我们谋反倡乱，倾覆大明帝国。法官拒绝
八人的控告，谓：他认识我们已许久了，深知我们是行善、爱好和平之人；至于所传宗教之真伪，八
人也无权过问；我们的房舍并非向他们所购买，他们也不是物主。”（第４册，第３４８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５５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８４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２７０—２７１、３０７页。

参见于德源编著：《北京历史灾荒灾害纪年》，北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８页；于德源：《北京
灾害史》下册，北京：同心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７２２—７２３、７２４—７２６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６７页。

参见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１６页。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９６、９８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９０页。



１６０８年万历皇帝大兴土木、修筑皇宫，运输建筑材料的车辆从南堂门口经过，利玛窦记下

了自己目睹的这一幕情景。为修理钟表，利玛窦常有机会出入皇宫，他注意到皇宫内的情况：

“宫内有无数太监，分担各种职务。皇帝、皇后、宫女、天子、公主、太后等都住在内宫中，除

太监可进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去……皇帝一般不出皇宫一步，所以老百姓谁也不曾看见过

皇帝一面。宫内还养了一些珍禽奇兽。”他好不容易获得了一次参观北京城墙的机会，可见，平

时外人不经允许不得随意登上城墙。①

作为一个欧洲人，利玛窦有一项重要的 “地理发现”，即他花了很大心血终于弄清了历史上

欧洲人指称的契丹 （Ｃａｔｈｙ）、汗八里 （Ｃａｍｂａｌｕ，或鞑靼人所称Ｃａｍｐａｌｕ）、中国 （Ｃｈｉｎａ）的真

实含义。② 利玛窦为这一问题专门请教当时居京的两位阿拉伯突厥人，“他们明确告诉他，此时

此地他们确实居住在大契丹，北京就叫汗八里”。利氏由此推测：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是在鞑靼

人占领时期来到这个国家的。他甚至可能是和鞑靼人同来的，根据他解说，中华帝国是以鞑靼

人所用名称而为欧洲人所知，鞑靼人称中国为Ｃａｔａｉ，称首都为Ｃａｍｂａｌｕ。”“以后，葡萄牙人用

中国 （Ｃｈｉｎａ）这个名字，把这个国家的名声传遍全欧洲，这个词很可能得自暹罗居民。同时他

们称首都为北京，这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名称。”③ 利玛窦在１６０８年３月８日致罗马总会长阿

桂委瓦神父书信中，无比兴奋地汇报了自己这一 “地理大发现”。④ 这一发现随即 “传到印度，

后来又传到欧洲”。自从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西方人带着寻找遥远的 “契丹”的梦想

到东方探险，他们不知契丹与中国实为一个国家，现在终于有了结果，故对利氏来说，是一个

如获至宝的发现。⑤

利玛窦日常工作很大一部分为接客访友。他与京城官员、士人交往、互动频繁，据学者考

证，其在京结交的士大夫不下５０余位，⑥ 其中与徐光启的交往和合作被传为佳话。⑦ 此外，他

还须回复其他三地教士和外地中国朋友频繁的来信，“要求代为解决他们所发生的难题”，⑧ 忙于

应对各种应酬和通信，为此他常有精疲力竭之感。１６０８年，他明显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在北

京结束：“自八年前到了北京，始终都在这里，每天都相当的忙，我想我也将在此结束我的生

命，因为这中国在位皇帝不希望我离开京师一步。”⑨ 于是他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撰写回忆录，

完成自己对教廷的交代。

利玛窦在京居留十年，之所以能够在北京作如此长的居留并传教，首先是得益于皇帝的
“恩准”所赐，利氏意识到这一点：“中国皇帝愿意我留在北京，并提供给我们生活费，保护我

们……由于我们享有皇帝的这些特恩，许多人便皈依了基督，我们的同会同仁也能在其它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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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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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Ｒｉｃｃｉ，１５８３－１６１０，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ｂｙ　Ｌｏｕｉｓ　Ｊ．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１９５３，ｐ．ｘｉｘ．
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附录１ “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交游一览表”，第３０３—３１４页。

有关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谊，参见孙尚扬：《利玛窦与徐光启》，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余三乐：
《徐光启与利玛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４—２８５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４０３—４０４页。



享受太平。”① 其次与他本人的科技素养和力促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意愿有关。他制作的 《世
界地图》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年前我寄给大人的 《世界地图》在中国已翻印十多次
了，对我们推崇备至，因为这类作品是中国未曾看见过的。”② “我在中国利用世界地图、钟表、

地球仪和其它著作，教导中国人，被他们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虽然我没有很多有关天
文的书籍，但利用部分历书和葡萄牙文书籍，有时对日月蚀的推算较钦天监所推算的还准确，

因此当我对他们说我缺少书籍，不能校正中国历法时，他们往往并不相信。所以，我建议，如
果能派一位天文学者来北京，可以把我们的历法由我译为中文，这件事为我并不难，这样我们
会更获得中国人的尊敬。”③ 再次与他本人所奉行的 “适应策略”密切相关，这一策略使利氏与
京城士人结成了鱼水般的密切关系。“我们在北京几乎一切均按朝廷指示行事，因此帝国的高官
大员无不尊重我们，也常来会院拜访我们，彬彬有礼。”④ 最后，利氏本人的中学素养对他与士
人的交往也有极大的助益：“去年我曾把我多年翻译的欧几里德的一本书告竣，立刻印刷，藉此
书我甚获中国士大夫的景仰，因为我中国书看的不少，而且我是耶稣会在中国最久的神父。”⑤

这些因素构成利玛窦在京居留的条件，也是他在京传教布道的诀窍。

利玛窦在１６０９年２月１５日致远东副省会长巴范济神父的信中，倾诉了自己在北京的遭遇和
苦衷，⑥ 从这封信可知，利氏在京十年，虽欲一睹万历皇帝的尊颜，却因皇帝幽居深宫，终无缘觐
见。作为万历皇帝的 “门客”，他只能在紫禁城周围徘徊，为在北京定居，他实已做出最大的努力。

利玛窦居住北京期间，遇到的困难除了与中方的交流外，还有与本国教会的通信问题。由
于当时中国与欧洲没有固定的邮政关系，利氏与本国神甫或罗马教廷的通信，一般均需通过来
往北京与广州、澳门之间的传教士或教徒传递，然后从广州、澳门搭船经海路送往印度，再由
印度寄往欧洲。可以想象有多么困难，需时之久难以估算。许多信在路途中遗失，利玛窦在信
中不断抱怨这一点。１６０８年３月６日利氏致罗马高斯塔神父信中即提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您已四、五年不曾收到我的信。”⑦ ３月８日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信中不得不解释：“今年
收到你的来函，您表示已数年不曾收到我的信或消息而感到难受，这本是每年应当写的。我也
感到痛苦，因为许多致您的信件在途中遗失了。”⑧ １６０９年２月１７日利氏在致阿耳威列兹神父
信中对信件的遗失表示非常痛苦：“今年收到您１６０５年１２月１９日的来信一封，获悉这数年中您
不曾收到我的信，感到十分惊讶……当然我不会不给您写信，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我有义
务，而且有很大的义务给您写信。”⑨ 正因为利玛窦与欧洲之间的通信困难重重，故我们现在能
看到的他们之间的通信颇为有限。迄至１６０５年，耶稣会在华仅在北京、南京、南昌和韶州四处
设有会院，这四处实际上也就成为耶稣会在内地的通讯联络点。耶稣会士与欧洲教会之间通信
的困难，随着耶稣会在中国各地教会组织的发展，联络网络的扩大，才逐渐得到缓解。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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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２８１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２８５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０２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９１—３９２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４０３—４０５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４０８—４０９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５３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３６３页。
《利玛窦全集》第４册，第４１７页。

有关耶稣会在１７世纪中国的发展，参见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书中制表 “１６６４年全国教务形势”、
“１７０１年中国教务状况”，第１１２—１１４页。



从中意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人们多将利玛窦与马可·波罗相提并论，视之为促进中意文
化交流前后并峙的两座高峰。１７世纪步利玛窦后尘来京的意籍耶稣会士有２０人，但他们并未后
来居上，超越利玛窦，留下更为丰富的 “北京经验”文献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玛窦既是
明末清初中意文化交流的开拓者，又是一座不曾被人逾越的高峰。英译本 《中国在１６世纪：利
玛窦日记：１５８３—１６１０》一书译者路易斯·Ｊ．加拉格尔称：“《利玛窦札记》这本书对欧洲文学、

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１７世纪其它任何的史学著作。”① 奈杰尔·

卡梅伦语词更甚：“在所有想欲了解中国人及其文明的欧洲人中，他是最富才艺、且最为重
要。在所有曾经居留在中国的西方人中，他是唯一一位被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学对他
作为一名学者毫无保留地给予尊重。为达此地位，利玛窦在所有的才艺上至少把自己变成了半
个中国人。”② 西方学术界对利氏越来越高的评价，显现了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无可替代
的地位。

三、安文思 《中国新史》中的北京

１６４８年安文思作为清军战俘与利类思一起被押解至北京，１６５１年获释，以后一直居京，

１６７７年殁于东堂。③ 在京２９年，安氏做了两件大事：一是１６５５年他与利类思创建了北京第二
座教堂———东堂 （圣若瑟教堂），开始他们在北京的传教事业；④ 二是１６６８年他撰成 《中国十二
绝》（或 《中国十二优点》，现译为 《中国新史》）一书，其手稿由中国教团总监柏应理带往欧
洲。该著历述中国历史、文字、语言、典籍、民俗、商业、物产、贵族、政府部门、京城诸事，

堪称当时中国的一部 “百科全书”。

从 《中国新史》最初出版的法译本前言可知，之所以出版该书，是因为当时罗马德斯特列
红衣主教想从刚从中国归来的中国传教团总监柏应理那里了解皇都北京及中国政府、制度的情
况，柏应理因难以应对，遂将随身携带的安文思的文稿呈上。受主教之命，法译本译者整理、

翻译了安文思的手稿。这一来由对后来我们看到的１６８８年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 《中国新史》，

也就是最初出版的 《中国新史》可能产生引导性的影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中国新史》最重
要的价值即在于它对中国政府和制度、北京城市面貌的详细而真实的介绍，似与主教大人的要
求有某种关联。⑤

关于安文思 《中国新史》记述北京的文献价值，１６８８年 《中国新史》英译本的译者在该书
第１７章 《记北京城：皇宫四周的墙及中国主要房屋的形状》的注释中即已特别说明：

这一章很奇特，因为它包括对中国首都及宏大皇宫的详细记述。其他的记载，无一例
外的，很少谈及，而且一般也很含混，这不是值得奇怪的事。因为使臣始终住在专为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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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ｎｇ：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ｐ．１４９．
有关安文思的生平事迹，参见利类思、南怀仁：《安先生行述》，收入 《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 （外三
种）》，韩琦、吴旻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４０７—４０９页；利类思 《安文思传略》最早见于
《中国新史》法译本，中译本收入安文思： 《中国新史》，何高济、李申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１８１—１８７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２５６—２５９页；方豪：《中国天主
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８５—２８９页。

其传教事迹参见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第１６２—１７６页。

有关法译本的翻译、整理情形，参见 《法文版前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５—８页。



他们的馆舍，而传教士，他们是除了路过，或者当他们在最后一次受迫害时被作为囚犯押
往那里之外，从未见过北京。所以只有汤若望神父、南怀仁神父和安文思神父才能把这个
大城市的情况告诉我们。的确，这最后一位神父是惟一向我们记述它的人。他在那里居住
了将近２５ ［２９］年。①

清初，在西人心目中，只有汤若望、南怀仁、安文思这三位在北京有过长期居留经历的耶稣会
士有资格传述他们的 “北京经验”。遗憾的是，汤若望、南怀仁没有留下这方面的大部头著述，

只有安文思的 《中国新史》完成了这一使命。可见 《中国新史》在耶稣会士向欧洲传播 “北京
经验”历程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它是第一本向西方比较全面地介绍清初中国 （特别是北京）的
书籍。对此，张西平在中译本序言中明确指出：“如果和他以前的著作相比，对北京的介绍最为
详细，是这本书的重要特点。”② 上述中、西两位学者对 《中国新史》一书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提
示持之有据。验证 《中国新史》一书，其对北京言之甚详，它将 “北京之宏伟”列为 “中国十
二绝”之一。其中第１７—２１章以北京为介绍对象，内容几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其他有些章节，

如第１１章 《中国的贵族》、第１２章 《这个国家良好的政体、官吏之间的差异以及朝廷的部门》、

第１３章 《记十一个部，即文官六部、武将五部》、第１４章 《北京的其他几个部》，所述中央政府
部门亦在北京，其实也是对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介绍。可以说，《中国新史》供给我们丰富的清
初北京史料，它实为安文思 “北京经验”的结晶。

与利玛窦一样，安文思有关北京的知识谱系最初是以 《马可·波罗游记》为底本，故在该书
开篇，安文思首先对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北京的三处记载作了详细考证。一是 《马可·波
罗游记》关于北京城的大致描绘，即 “马可·波罗在其著作的第２卷第１６章和第１７章中对北京
新、旧城及皇宫所作的描述，因为他所说的都符合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也符合我们在本书中所
描绘的”。二是 《马可·波罗游记》所提北京使用煤的记载。 “宫廷中饮用的酒和烧用的石煤，

称之为煤，这种煤是从距该城两里格的山区运来，奇怪的是这里矿藏永不枯竭，尽管已逾四千
年，不仅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而且该省的大部分地区都用煤，消耗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置
信。任何家庭，不管多么穷，都有一个用这种煤取暖的暖室 （热炕），它的热度大大高于木炭。

这种暖室 （热炕）用砖砌成，如同床和卧榻一样。”③ 文中有关热炕的记载可能是西文文献中有
关北京甚至中国北方热炕的最早记载。三是对 《马可·波罗游记》提及的卢沟桥作了考证。④ 这
是继 《马可·波罗游记》后，西人对卢沟桥的又一次较为详细的记载。⑤ 在介绍完卢沟桥后，安
文思附带提到了１６６８年北京的大水灾以及卢沟桥两个桥拱被冲垮的情况。⑥ 英译者在译注中，

提到传教士聂仲迁在 《中国史》第３卷第８章中记载了卢沟桥在１６６８年８月２６日坍塌，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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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中国新史》，第１３６页。中译本系据１６８９年英译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的１６８８
年版。

张西平：《中文版序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２页。

安文思：《中国新史》，第６页。

安文思：《中国新史》，第７—８页。

计翔翔考证安文思所见 “著名的桥”与 《马可·波罗游记》所记的卢沟桥并不一致，可备一说。参见
计翔翔：《１７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 〈大中国志〉和安文思 〈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７８—２８０页。然若从安文思所记１６６８年水灾的情形看，安氏对卢沟桥
所知甚详。

安文思：《中国新史》，第８—９页。



鲁日满、殷铎泽在他们的记述中也记载了此事。① 中文文献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三冈识略》

对此次水灾和卢沟桥遭破毁情况亦有记载，可以相互印证。②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如要深入 “阅读北京”，其核心内容自然离不开对北京政治内涵的
深入解读。《中国新史》的首要贡献是对清廷政府机构的相关职能及其在北京的相关位置记述甚
详，篇幅几占该书的四分之一，这应是安氏 “阅读北京”的一大收获。

有关中国的政治制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１卷第６章 《中国的政府机构》对明朝的政府
机构略有介绍，③ 曾德昭的 《大中国志》对明朝政府机构及政治制度亦有片断的介绍，④ 但两书
的讨论对象均为明朝。比较而言，《中国新史》不仅篇幅量大，且论述系统，表现了安文思对这
一主题的深入钻研。《中国新史》从第１２章到第１６章，用了整整五章的篇幅讨论清初的政治制
度。第１２章 《这个国家良好的政体、官吏之间的差异以及朝廷的部门》首先从 《中庸》的孔子
九条箴言阐发中国的政治原理，然后介绍 “全国的官吏分为九等，每等分为两阶。这一划分意
味着皇上仅赐给官吏品位，而不管其职位”。⑤

第１３章 《记十一个部，即文官六部、武将五部》首言文官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
部、刑部、工部的职能和部首长官 （尚书）、机构、办事程序。次言武官五府： “武将官员分为
五个部，叫做五府，即五类。其衙门在西面，位于皇宫的右侧，因名字而各异。”它们分别是
前、后、左、右、中五府。⑥

第１４章 《北京的其他几个部》分别介绍了翰林院、国子监、都察院、行人司、大理司、通
政司、太常寺、光禄司、太仆司、钦天监、太医院、鸿胪寺、上林苑、尚宝司、锦衣卫、税课
司、督捕、府尹、宗人府等部门的职能和机构。

通过这三章，安文思清晰地勾勒出在北京的清朝中央机构和京兆机构，从而对作为政治中
心的北京有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像这样系统介绍清朝的政府部门，在西方文献中可以说是第一
次。计翔翔认为：“安文思对政府各机构的详细描述，使早期汉学在政治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从此以后，西方读者不再满足于以前仅仅对 ‘阁老’和六部的介绍。安文思对宫廷和宫
廷礼仪的描述，也前无古人。”⑦ 安氏这一所获，当然是其长期居住北京观察和研究所得，实具
有政治情报的性质。

在第１６章 《中国的大帝王及其赋入》，安文思详细列举了皇帝的赋入，“即每年缴给他的国
库和粮仓的赋税”：国库每年收入１８６０万银克朗，每年运送宫廷粮仓的米面达４３３２万８千８百

３４袋、１０３５万５千９百３７个盐块 （每块重５０磅）、２５８磅极细的朱砂、９４７３７磅漆、３８５５０磅
干果。⑧ 此外，还有丝、棉、豆料、家禽、生畜、水果等物质。为了让读者对他 “所见的丰富物
资有一个概念”，安文思还补充了一个细节加以说明，即１６６９年１２月８日康熙皇帝为汤若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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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５年教案平反，设宴招待在京三位耶稣会士，这是一则弥足珍贵的史料。① 对于这场教案及

其自己的遭遇，安文思曾在１６６９年２月２日作于北京的一封信札中有所交代。② 宴请的三位神

父为当时尚在京的安文思、利类思、南怀仁，其叙述之细恐非中文文献所能及。康熙八年
（１６６９），鳌拜被黜后，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遂上奏康熙，请求为汤若望平反。③ 康熙为教案

平反，包括为早已去世的汤若望举行隆重的葬礼，举行宴会安抚、慰藉曾被拘押的三位耶稣会

士，后又开释拘押在广州的传教士，准许他们各归本堂。④

《中国新史》另一大特色是对北京皇城和城市建筑作了详尽介绍，这应是安文思多次出入皇

宫，实地考察或亲临现场所获得的材料。

在第２章 《中国的广度和分界：城市和有墙村镇的数目及其他中国作者提到的特点》，安文

思提到中国所处的纬度：“它从北到南有二十三度，从位于纬度四十一，直隶省边境的昌平 （Ｃａｉ

Ｐｉｍ）堡起，直到广东省南纬度十八的海南岛的子午点；所以，根据中国书籍的记载，中国从北

到南是五千七百五十里。”⑤ 他将北京最北的昌平纬度确定为北纬４１度，与我们现在所确定的纬

度基本一致。在第８章 《这个民族的非凡勤勉》有两处涉及北京，一处谈及北京的小商小贩，

一处谈及北京的钟鼓楼：

仅在北京城，就有一千多户人家，他们没有正当职业，只靠出售取火盒的火柴及做蜡

烛的蜡为生。还有许多人别无谋生之道，只在街头和屋舍的垃圾堆里捡破丝绸、棉布和麻

布、废纸及其他破烂，把它们洗干净，再卖给他人用来制造种种东西。他们搬运东西的发

明也很奇特，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费大气力搬运物品，而是用技术。⑥

在北京的皇宫里，你可以看见高楼上的鼓和钟，在城里另有两座钟、鼓楼。城里的鼓

直径有１５市腕尺，它是我第一次提及的那面鼓。宫廷钟的大小如我在葡萄牙所见到的一

样，但声音非常响亮，清脆和悦耳，与其说它是钟，还不如说它是一种乐器。⑦

吉克尔神父在他 《乐理》（Ｍｕｓｕｒｇｉｅ）一书所载艾福特城 （Ｅｒｆｏｒｔ）迈耶斯 （Ｍａｙｅｎｃｅ）的选帝
侯下面那口钟 “不仅是欧洲最大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安文思根据南怀仁神父对两钟的比较

和他在１６６７年所做的观测，得出结论：“它比汤若望和南怀仁神父利用机械装置，安放在我们

上述钟楼上的钟要小。”“这口钟是北京城夜间用来警卫和报时的，我有把握断言，欧洲没有类

似的钟，它完全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当夜里打钟时，它的声音，或者说可怕的响声，竟如此

之大，那样强烈，又非常响亮，遍及全城，越过城墙，传到郊区，响彻四方。在中国皇帝命令

铸造这口钟的同时，还铸了七口钟，其中五口钟仍躺在地上。”⑧

安文思将 “北京之宏伟”列为 “中国十二绝”之十二。他从第１７章到第２１章，用了五章的

篇幅介绍北京的皇城和其他著名建筑，其文献价值堪与同时期介绍北京城市建筑的相关中文文

献媲美。第１７章 《记北京城：皇宫四周的墙及中国主要房屋的形状》详细记载北京新城的大

小、城门的数目和新、旧两城的城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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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即京城，位于一片平原上，它是大四方形，每边长……折合大约三意大利哩，

或者将近一葡萄牙里格。它有九门，三门在南，其他每边各二门。并非如卫匡国神父在他
的地图集第二十九页所说有十二门，看来他是依据马可·波罗的书 （卷二第七章）来描述
的。这座城现为鞑靼人所占据。①

英译者在此章注释中特别说明安文思与此前卫匡国的记载不一致，他补充了曾德昭、汤若望、

柏应理和 《荷兰出使记》的相关记载，② 说明安文思的说法比较可靠，这大概是欧洲有关清初北
京城的最新、也是最精确的记录。③ 安文思提到北京与西方在建筑上的两点区别：第一是朝向为
坐北朝南。“所有的城市及皇帝、贵胄、官吏和富人的宫室都是门户和主房朝南。”第二是多为
平房。“我们修建房屋是一层建在另一层上，而中国人的房屋却是建在平地上，一间接一间。所
以我们占有空间，他们占有地面。”④

第１８章 《皇城的二十座宫殿》详细介绍了皇城内的主要宫殿及其布局：“皇城内有二十座宫
殿，它们从北到南呈一直线。”这些宫殿依次为：大清门、长安街东、西门、端门、午楼 （或午
门）、皇极门、皇极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中宫、奉天宫、御花园、玄武门、南
上门、万岁门、寿皇宫、北上门、北安门等。⑤ 安文思逐一介绍了每座宫殿的规格、建制和作用。

第１９章 《记皇城内的二十座特殊的宫殿》介绍了皇城内其他宫殿。 “除了为皇帝本人设计
的宫殿外，另外还修建了几座特殊的宫殿，其中许多以其美观、宏伟、广大，足以作为大王子
的府宅。”这些宫殿为：文华殿、武英殿、奉先殿、仁智殿、慈庆宫、景华宫、御婚殿、慈宁
宫、储秀宫、启祥宫、翊号殿、祥宁宫、永寿宫、乾宁宫、交泰殿、坤宁宫、承乾宫、翊坤宫、

宏德殿、谨心殿。“这些宫殿名字在我们的语言中看来很寻常，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语言中
它们却非常有意义并充满神秘色彩，这是由他们的文人按宫殿的建筑风格和用途而有意创制
的。”⑥ 安文思分别介绍了这些宫殿的位置、形制。

第２０章 《同一范围内另外几座宫殿和庙宇》 “记述的这些宫殿，是在宫殿围墙的最内层，

它们被两道墙分开，彼此又被另一些同样结构的墙隔开”。处在这两层之间的宫殿有：重华殿、

兴阳殿、万寿殿、清辉殿、英塔殿、万娱殿、虎城殿、中砦宫。“除了这些宫殿外，在两重围墙
内还有许多向偶像献祭的庙宇；其中有四座最知名，它们也被称做宫殿，因为它们面积大，殿
堂多，建筑漂亮。”⑦ 这四座殿为大光明、太皇殿、马卡拉殿、喇嘛殿。

安文思描述了这些宫殿建筑：“我们所述的建筑物都盖以黄、绿、兰色大厚瓦，用钉固定以
防风暴，因北京的风很大，屋脊总是从东到西，高出屋顶约一矛的高度。末端饰以龙、虎、狮
及其他动物的躯体和头部造型，它们沿着整个屋脊盘绕伸延。从它们的口和耳中，涌出各种花
朵及奇形怪状的东西或其他悦目的装饰，一些装饰就依附在它们的角上。由于这些宫殿都漆上
上述的色彩，当太阳升起时，从老远看去，如我多次所观察到的，它们都是用纯金制成，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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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镀金，以蓝、绿色作彩饰，产生非常美妙、华丽、庄严的景观。”① 一幅金光灿烂的宫殿建筑
场景呈现在读者眼前，读后不能不令人神往。

第２１章 《北京的皇家庙宇及皇帝外出进行公祭的方式》介绍皇城外的皇家庙宇： “除了皇
城内的庙宇，皇帝还有另七座庙，他每年都要前往每座庙各作一次祭祀。五座在新城，两座在
老城内。”② 这七座庙为：天坛、地坛、北天坛、日坛、月坛、帝王庙、城隍庙。安文思提
到 “有两个原因使皇帝离宫外出”：“第一，当他去狩猎或者出游的时候。”“第二，当他去
祭祀即公祭的时候。”安文思接着记载了皇帝出巡所带的庞大的仪仗队，共２４列。这一章的内
容后来在李明的 《中国近事报道》一书第６封信 《给德布永公爵夫人》中被引述，可见安氏一
书的反响。③

在１７世纪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中，先于安文思入京者有费奇规、阳玛诺、傅汎际，其后有瞿
洗满、郭纳爵、何大化、张玛诺、成际理、徐日升、苏霖、郭天爵、金弥格等人，他们中间除
了徐日升、苏霖两人在京居留时间超过安文思，其他似无人比安氏更长，更无人像安氏这样留
下了一部 “北京经验”历史见证的经典著作——— 《中国新史》，这是一部集个人经验和学术研究
兼备的著作。安文思在中葡文化交流史上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值得指出的是，安文思是
从赞美的角度评介清廷政治制度，他将 “政治之发达”、“中国君主之伟大”列为 “中国十二绝”

之十、十一。对于 《中庸》所制定的儒家政治原理，安氏更是引为政治范型，这反映了他作为
葡籍耶稣会士政治眼光的局限；安文思对北京城貌及其建筑的描述，也没有像后来的法国耶稣
会士那样带着比较、甚至挑剔的眼光，而是倾倒在 “北京之宏伟”的场景之下。尽管如此，

１６８８年法文版译者在回顾了西方的早期汉学史后，充满信心地指出： “由于作者在京城长久居
留，通晓那里的语言和典籍，与当朝要人的交往，享有进入皇宫的自由，以及他对撰写材料和
事实所作的选择，无疑会使我们确信作者对他所讲述之事具有完备的知识。”④ 从 《中国新史》

使用材料的真实性，从其内容显现的重要价值，都可证明法文版译者所言并不过誉。

四、李明 《中国近事报道》中的北京

１６８７年李明等五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是西方传教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从此 “形成了独立
于葡萄牙会士之外的一个特别的集团”，⑤ 使中国的传教进入一个由葡萄牙与法国共同执掌的时
代。１６９６年李明在法国巴黎出版 《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 （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ｓｕｒ　ｌ
éｔａｔ　ｐｒéｓ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一书，⑥ 则开启了法国传教士汉学研究的先河。

李明的 《中国近事报道》有其特殊的文献价值。一是它为李氏个人独著，这与后来出版的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为众多法国耶稣会士的书信汇编，属于集体作品不同。二是它为原汁原
味，没有经过编辑加工，这与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系经杜赫德神父这位法国 “１８世纪中国
问题的权威”编辑而成有所不同。三是它以书信体写作报告的形式，每信有其集中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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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思：《中国新史》，第１７０页。

安文思：《中国新史》，第１７２页。

参见李明： 《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郭强、龙云、李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６１页。
《法文版前言》，收入安文思：《中国新史》，第５页。

叶理夫：《法国是如何发现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一译为 《中国现势新志》，参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４４２页。



开法国耶稣会士报告以书信体裁撰写之先河。① 正因为集这些优点于一身，１９９０年该书法文版

重印时，编辑在序中对该书的价值仍大加赞赏，并深为其在当时 “中国礼仪之争”中所遭受的

悲剧命运表示不满。②

从内容上看，《中国近事报道》确有其特别之处，每一封信都有其确定的讨论主题。《中国

近事报道》共收１４封信，从第１封信 “十年前下令他的六个耶稣会士臣民作为数学家去中国”

一语可以证明此信约写于１６９５年，③ 此时李明实际上已回到法国快三年了，也就是说，《中国近

事报道》所收书信均为李明回到法国以后所撰写，并不是他在中国所写。从第３封信 “由于公

务之需我不得不走遍几乎整个中国。五年中，我已行程二千法里。在您所想了解的方面，可能

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满足阁下的要求，并向您讲述在这方面所应该持有的大体上正确的看法。下

面就是我认为比较卓越，因而值得介绍的事物”一段话可知，④ 该书所收各信，内容均为李明有

意识地报告其在某一方面所获富有价值的信息，故在内容上虽无编辑加工之嫌，却有作者精心

构思之力。从第５封信所述李明与一伪装中国贵族妇女的谈话一段中，作者自称 “我写了几个

中国字，因为她自称知书识字”；“我用中文和她说话；担心她理解上有困难，我用全国通用的，

宫中一直使用的官话与她对话”。⑤ 李明似懂中文，甚至能进行中文对话，这对他理解中国文化

和民族习俗自然有极大帮助。

作为传教士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事报道》的汉学研究价值已被中国学者注意。⑥ 但此书包

含的丰富的清初北京、或西人与清初北京关系的史料价值，却尚未见人具体论及。由于李明在

华活动地点并非只在北京，这些信件所包含的内容自然也并不局限于北京。但就其所获信息来

源，不少应为李明的 “北京经验”之提炼，其与北京相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前三封信中，下面

我们将 《中国近事报道》中各信所含有关清初北京的内容辑出。

首先，李明在第一封信 《致蓬查特兰大臣暨国务秘书阁下———暹罗—北京之旅》，详细谈及

来华的准备、旅途过程，特别是从暹罗至北京之旅情形，⑦ 其选择赴华线路反映了法国耶稣会士

与葡萄牙之间的矛盾。

李明一行是１６８７年６月１７日从暹罗乘船前往宁波，７月２３日抵达。此前张诚等四人曾经

历了从暹罗到澳门初航的失败，并被迫折返暹罗。此次在宁波登陆后，遭到清朝地方官员的扣

留，后写信给南怀仁，经南怀仁的帮助才获康熙皇帝允准入京。作为这次航行的一个地理上的

收获，是他们绘制了一张宁波港的地图。⑧ １１月２６日李明一行从宁波出发，坐船沿大运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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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书札体讨论问题的形式可以追溯至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尔 （Ｂｌａｉｓｅ　Ｐａｓｃａｌ，１６２３－１６６２）的 《致
外省人信札》，该著以批评耶稣会士的海外传教政策而著称于世。此书１６５７年出版后即被罗马教会列
为禁书，但这种以书信体讨论问题的形式在法国渐渐流行，一直被沿袭到１８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
鸠的 《波斯人信札》一书即是这类体裁的作品。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１—１０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２１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６３—６４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１２８页。

参见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

４６９—４７４页。

有关从暹罗至北京的旅途情形，同行的洪若翰亦有报告，参见 《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
父的信》，收入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中国回忆录）》上卷第１册，郑德弟、吕一民、沈坚
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５０—２９９页。

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３８２页。李明后来提及此事时说：“一张描述世界上最难



上。据李明自述，沿途受到当地官兵、居民和传教士们的热烈欢迎， “经过１３天的旅行，我们
抵达扬州城，这里天气凉爽，我们有一直未曾离家的感觉”。① 到达扬州后，改走陆路，走了约
一个半月。② 李明承认，由于地方官员的盛情款待，在中国境内的长途旅行极为顺利。

李明一行所走的这条路线颇为特殊，既与绝大部分欧洲传教士、使节从广州经陆路北上不
同，又与后来英国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使团从海路北上直奔大沽口有别。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路
线选择，与他们一行对葡萄牙传教士的看法有关。当时葡萄牙对远东地区拥有 “保教权”，他们
对中国教区的传教士行使管理权，法国耶稣会士与葡萄牙传教士心存矛盾，他们 “认为不必再
像去年那样去澳门”，那样做会引起葡萄牙人的不悦。③ 在宁波被清朝官员扣留期间，洪若翰就
李明一行的到来知会南怀仁，并央其提供帮助，南怀仁不顾 “冒犯果阿总督和澳门总督的危
险”，④ 毅然尽其所能给予了帮助，向康熙请求允准李明一行进京。由此不难看出，法国耶稣会
士从一开始就撇开葡萄牙澳门当局，另辟蹊径。⑤ 而李明一行在登陆以后之所以受到礼遇，与他
们所持的法国国王使者的身份和康熙的诏令有关。

其次，李明在第二封信 《致德内穆尔公爵夫人———皇帝接见及北京城见闻》详细描写了他
们初到北京时，迅即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与此前来京的耶稣会士相比，可以说是一项空前未
有的最高规格待遇，这应与他们的法国国王使者身份有关。

初进紫禁城，李明立即被豪华的宫殿所吸引。⑥ 在穿过紫禁城的建筑群后，李明一行终于到
达康熙所在大殿。李明就自己近距离对康熙皇帝形象的观察做了细致、生动的纪录：

在我看来，皇帝是中等以上的身材，比欧洲人自炫身材匀称的普通人稍胖，但比一般
中国人希望的稍瘦一点；面庞丰满，留有患过天花的疤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是中国
人式的细小的。嘴很美，面孔的下半部长得很好。他的气色也很好。人们可以发现他的举
止行为中有某种东西使他具有主宰者的气派，使他与众不同。⑦

这是康熙首次接见法国人。书中还特别插入一幅康熙的肖像画，画下的说明词为 “康熙：中国
和鞑靼的皇帝。时年４１岁。画像作于其３２岁时”。⑧ 该画从风格看显系西人所画。在介绍了
康熙皇帝后，李明接着引用徐日升神父对南怀仁葬礼的叙述，描述了南怀仁死后十分隆重的
葬礼场面。南怀仁被安葬在北京西郊的栅栏墓地，紧贴在利玛窦墓之后右侧，可见其葬礼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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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的宁波港的入口，由于它四周遍布无数的岛屿和礁石，所以最熟练的领航员都感到发怵。我们在
这张图上附加了从暹罗到中国的道路，还有在途中能看到的主要海岸或岛屿。”

①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４３页。

参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４４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２４页。在此语后，李明加注说明：“葡萄牙惟恐失去它对派
往中国的传教使团握有的特权，对派往康熙皇帝身边工作，服务于法国世俗利益的 ‘国王的数学家传
教士’的到来是敌对的。”

李明在信中说道：“这位神父有充分的理由置我们的请求于不顾……因为，如果他保护我们，他就会冒
触犯果阿总督和澳门总督的危险。他曾接到他们的信，而这些信件显然既违背葡萄牙国王的意愿，又
不符合基督慈悲之心。”（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３７页）

有关法国耶稣会士与葡萄牙传教士之间的矛盾，参见阎宗临：《清初葡法西士之内讧》，收入氏著：《中
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３７—１４１页；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
———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第２２８—２３５页。张著对此作了更为详尽的讨论。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５０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５４页。书中还特别刊用了一幅康熙画像，这也许是出现在
西方最早的康熙肖像画。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５３页。依康熙 （１６５４—１７２２）生卒年推算，此画作于１６８５年。



之高。①

复次，李明在第三封信 《致富尔斯登堡主教大人———城市、建筑物以及中国最巨大浩
繁的工程》，对北京城市面貌、人口、街区、皇宫作了详细介绍，其中对北京和巴黎的比较颇具

价值。

关于建都北京的原因，是 “由于不安于现状的好斗的鞑靼人的不断入侵中原，迫使朝廷迁
都到北方的省份，以便皇帝能够随时亲率最庞大的一支御林军抵御外侵。这就是建都北京的原

因”。关于北京的地理位置：“北京高于水平面４０度，位于距离长城不远的一个富饶的平原上，

濒临东海。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之与几个美丽的省份相沟通，北京的部分衣食就来自这些省
份。”从这段话可知，李明当时尚不知中国东面，在东海之北还有黄海、渤海，以为东海一直延

伸到北边，北京 “濒临东海”。关于北京城市的面积：“北京城呈正方形，过去周边长４古法里。

但是，自从鞑靼人在此建都以后，迫使中国人迁往城墙以外。不久，就在城外建起一座新的城
镇。由于新城是一个细长形状，使北京城形成一个不规则形。所以北京城是由两个城组成的：

一个称之为鞑靼城；另一个名为汉人城，与鞑靼城面积一样大，但人口要多得多。两城加起来，

周边长达６古法里，各边长３６００步。这些尺寸是准确的，因为这是皇上专门命人用绳子丈量出

来的。”由此可知，李明当时对北京的面积了解颇为精确。

李明从面积、住房、人口等方面对北京与巴黎两城作了比较，这可能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
将两城所作比较的文献记载。“两城的确差别很大。根据比莱先生及受命于市府的先生们为巴黎

建造新城墙所作之地图，巴黎城最长的部分不过２５００步。因此，即使假设它是正方形，城周也
不足８０００步。也就是说，巴黎比鞑靼城的一半还小；因此，巴黎至多相当于北京城的四分之
一。”② 北京城市面积虽大，但住房情形却不如巴黎。 “如果考虑到中式房屋一般为平房，仅一

层，而巴黎的房子是一层叠一层，假设有四层之高，那么，北京城容纳的住宅不会多于巴黎，

甚至，稍少于巴黎，因为北京的街道无可比拟的宽阔，皇帝的宫殿极其大，且居住人口并不多，

其中还有能供２０多万人用的粮库，以及大面积的草房和小型房屋供大学士考试时使用，加在一

起，就使这城市变得异常巨大了。”③ 关于北京的人口，李明是从北京的住房情形加以推论：“巴
黎的住房比北京多。因此，当同样大的空间，我们给１０个人住，这里就必须容纳２０至２５人是

实情的话 （因为他们住得比我们拥挤得多），就只能得出结论：北京人口只有巴黎人口的两倍左
右。这样，我认为可以说北京人口是二百万，而丝毫不必担心与真实数字相去甚远。”路易十四
时代，巴黎人口为５０万。④ 李明还特别说明：“我在人口问题上着笔这么多是因为我注意到，这

是历史学家们研究最少的一方面。”实际上，清初北京城的人口数量较李明估计的要少，据韩光
辉统计，康熙二十年北京城人口不过７６６９００，州县人口８７６８００，合计１６４３７００。⑤

在李明的眼中，北京的街道繁华、热闹、拥挤。他说： “几乎到处一样。甚至在通衢大道

上，道路也常被堵塞。当您看见骡马、骆驼、车轿和一二百人在各处聚集，一起听评书，您真
会以为整省的人都压上北京来看什么特别节目来了。可以肯定地说，从表面现象看，我们人口
最密集的城市与之相比，也成了僻静的去处了；尤其，通常人们认为妇女的数目超过男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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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外出的神奇庞大的人群中，您却从来遇不到一位女士。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人从表面
现象作出判断，认为两城市中的居民不过六七百万。而实际上距离真实情况甚远了。”① 北京街
面的宽阔、笔直给李明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座大城市的街道都是笔直的。最大的街道宽约６—

２０法尺，长一法里多，两侧几乎皆为商业铺房，铺内摆满丝绸、瓷器和漆器的商店形成一道美
妙的风景。中国人的一个习俗使店铺变得更为美丽：每位商人都在店门前的一个支架上放上木
板，板高约７—８肘，涂色的、涂清漆的或常常是涂成金色的，上面用大字写上店内所售货物的
名称。几乎等距离排列在房屋门前两侧的那些壁柱形成一个有些特别的柱廊。这在中国几乎所
有城市都是一致的。在一些地方，我还见到一些这样的 ‘壁柱’，那么洁净，就像是要把街道装
饰成戏剧中的一个场景似的。”北京街道旁低矮的平房和满是灰尘和泥土的街道，却使李明感到
不雅。“有两样东西损害了街道的美观。一是街道与两侧建造得不好且低矮的房屋不成比例；二
是街道上的黄泥和尘埃。在其他方面那么文明的中国，在这方面可看不出文明体现在哪里。无
论冬天夏天，对出行的人都是不方便的。”② 中西方的建筑风格差别主要表现为：一是在房屋高
低上，中式房屋大都为平房，西式房屋多为高层建筑。中低西高，西人以高为荣。二是在建筑
材料上，中式房屋以木制为主，西式房屋以石制为主。西式建筑结实、耐久，西人以其坚固为
耀。中西建筑所呈现的这两大差别，在中西方文明初遇时即已表现出来。

皇宫是人们最感兴趣的建筑，也是李明着力介绍并以为 “值得一提”的建筑：

皇宫不仅包括皇帝的寝宫及花园，而且还是一个小城市，其中朝廷的各级官员们有各
自的私宅，还有许多工人住在 “城”内，为皇上效力和受雇于皇上，因为，除太监外，任
何人都不能在内宫的套房居住。外城四周有高墙环绕，与内宫之间还有一座稍矮的墙相隔。

房子均极矮，比鞑靼城的房子要逊色得多。……

皇帝的府邸更不一般，粗柱支撑的牌楼，通往前厅的白大理石的台阶，覆盖着光彩夺
目的琉璃瓦的屋顶，雕刻的装饰，清漆金饰，墙饰，几乎一色大理石或陶瓷铺设的路面，

尤其是组成这一切的数量极大，所有的东西都具有一种华丽庄严的气势，显示出伟大的宫
殿的气派。③

不过，李明根据自己的观察，对中国建筑艺术及其风格不无微词。“套房之间缺乏浑然一体的联
系，互相没有呼应，装饰也无规律可循，没有我们宫殿那种既华丽又舒适的相辅相成的美感。

再有，随处可见一些无以名状的玩意，恕我冒昧地说，那是一些欧洲人不喜欢的、会使对真正
建筑术稍有品位的人反感的东西。”李明对某些传教士 （极有可能是指安文思）渲染北京建筑的
言论表示不满，以为 “他们大约在欧洲没见过更美好的建筑，或者是由于长期客居中国，已是
习以为常了”。④ 这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西方人的审美成见。但在另一处，李明又表示出对一般中
国建筑不 “值得一提”的理解：“大概因为整个北京除皇宫以外，再也找不着其他建筑物值得一
提了。所以，我敢大言不惭地说，如果称那些大人物的房子是宫殿的话，那简直就是我们词汇
的堕落、降级。这不过是些很一般的房子，一些平房……并非中国人不喜欢铺张讲排场，不会
大手大脚，而是国家习俗所限，与众不同是危险的。”⑤

北京的城门和城墙也许是李明最欣赏的地方，也是他认为 “最迷人的地方”。 “城门和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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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极宏伟，与皇城匹配得当。城门并不像中国其他公共建筑的门那样装饰有图像或浮雕。所有
的美都在一个 ‘高’字中，它们出奇地高，高形成了世界上无可比拟的美的效果。”他比较了巴
黎与北京的城门：“如果只考虑建筑物之精巧和建筑术的美妙之处，那么，巴黎的城门无疑是更
美的。但是，当人们一旦接触了北京，就不得不承认这些大建筑物，如果我能这样说，这些富
丽堂皇的建筑，尽管有些不像样子，却具有我们所有的装饰所不能与之相匹敌的威严气势。另
外，城门的穹顶是大理石的，其他部分则是用很厚实并砌得很好的砖建成。”① 这里李明对北京
城墙 “高大”的描述和欣赏颇符合西方人的审美。

对北京观象台的报道是第３封信的一大亮点。自从利玛窦在京传输欧洲的天文学，西方的
天文学在明、清两朝渐获重视，汤若望、南怀仁执掌钦天监，观象台仪器的欧洲化进程加速，

观象台成为京师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象征。② 李明实地考察了观象台，他描写了自
己所见的观象台存放的新、老仪器。③ 李明将６台新制的仪器分别画出来，并对它们的大小尺寸
和形制作了描绘。这６台仪器是黄道浑仪、二分仪、地平经度仪、大象限仪、六分仪、天体
仪。④ 李明承认 “这是我所描述的仪器中最美、制作最优良的机器”。⑤ 对于中国在天文学方面
的成就，李明似有相当的了解和比较内行的评论，他在第８封信中评论道：“至于天文学，我们
不得不承认世上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它那样长期致力于天文学的研究。这门科学得益于他们无
数的观测成果，但是，这些观测记载并未注意细节的叙述。”他注意到西方传教士自１７世纪初
以来在天文学方面对中国的突出贡献。⑥

李明看到了欧洲人梦寐以求的万里长城。他在介绍建筑物时提到了长城，称之为 “大城
墙”。他以为长城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同时也是最荒诞的工程。他不认为这座城墙能
达到抵御鞑靼人的进攻目的，但他赞赏工人的灵巧及工程的难度。⑦

北京给李明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因它广阔的面积、城门的高大、城墙的瑰丽、宫殿
的宏伟、１６万多驻军的要塞和众多的居民而成为值得称道的首都。”⑧ 尽管此前已有法国人来过
北京，但没有一人像李明这样对北京作出如此真实而富有见地的评述。

再次，李明对中国政治的观察和评论，借助了他的 “北京经验”。

在第６封信 《致德布永公爵夫人：有关中国人生活的清洁卫生和雅致奢华》中，李明对中
国官员讲究排场和皇帝出巡的浩大场面给予了描述。 “在北京，亲王出行是由他的四名官员开
路，自己则夹在杂乱走着的随从当中。”“不仅王公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在公共场合前呼后拥地
带着随从，就是一般人家上街，也总是以马代步或乘坐遮得严严实实的轿子，后面跟着仆人或
保僄。”⑨ 在这封信中，李明还引用安文思的描述，对皇帝出巡、狩猎和豪华的公共盛典的场面
作了较大篇幅的介绍。瑏瑠

在第９封信 《致红衣主教德斯泰大人：论中国政治及政府》中，李明谈到 “中国政治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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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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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这一敏感的话题，与一般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不同，他以为：“在古代形成的各种政府思想

中，可能没有比中国的君主制更完美无瑕的了。这个强大帝国的创立者当初倡导的君主制跟今

天几乎一模一样。”① 虽然中国没有采取共和制，却 “更反对暴政，说暴政的根源在于君主犯下

的天理王法所不允许的出规逾矩行为，而不在于绝对权力本身”。他没有像安文思那样对中国政

府机构做大量的介绍，而是着力于对中国政治机制的论述。李明认识到中国君主制长久存在的合

理性：“法律既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也要求在他行使权力过程中要温和适度，这是长此以

来支撑中国君主制广厦的两大支柱。”李明在介绍中国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借助了他在

北京的实地观察，其中所提供的当时中、法国家收入的数据尤为珍贵。② 从他的评述中，可以看

出对中国的君主制并不反感，他是抱着理解的态度来解释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他对中国政

治的介绍，对法国１８世纪所出现的加强王权的趋势和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有关中国专制制度

的论述有一定影响，魁奈的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即或明或暗地引述了李明的著述。③

最后，李明介绍了北京基督教的发展情形和同行的耶稣会士张诚的工作成就。第１１封信
《致国务参事德胡耶先生：论基督教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叙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特

别提到１６６５年教案发生时汤若望、南怀仁诸人在北京的遇难故事。④

第１２封信 《致国王的忏悔神父、尊敬的拉雪兹神父：传教士在中国宣讲耶稣教义的方式和

新基督徒们的虔诚》，提到张诚在北京受康熙宠信的缘由是他在中俄尼布楚谈判中的卓越表现。⑤

谈及当时的传教方式时，李明提到了耶稣会士传教工作重点的转移：“自从汤若望神父的最

近一次迫害以来，在目前的中国的基督徒中，我们不再考虑王公贵胄和大臣，但我们每年并未

停止为官员、大学士和其他要人行洗礼。但的确老百姓占了绝大多数。”李明估算了当时中国基

督教徒的人数，并报道了当时北京教堂的情形，他坦白地说：“我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甚至致

力于统计信徒数量，但我从未能了解到确切的数字。然而我相信那些认为有３０万基督徒的人并

非远离实际在胡说八道。”具体谈到北京的情形， “北京的教堂修建得非常好，主立面的石头由

传教士亲自奠基，非常精致，有相当高的品位”。⑥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基督徒的人数与利

玛窦时代相比有了大量的增加。

相对于 《利玛窦札记》和安文思的 《中国新史》，李明 《中国近事报道》 “北京经验”的成

分要少得多，这与李明在北京的时间较短有关。但如放大到 “中国经验”，李明的 《中国近事报

道》则毫不逊色。三本书的共同之处是个人游历与学术研究兼备，在学术研究方面，李明一书

所占的分量似更重。李明对中国政治、宗教、艺术方面的介绍充满了褒扬之词，但他对西方科

技方面的成就却有相当程度的自信。他承认中国 “历来就有火药、印刷术，并使用指南针，这

些在欧洲是新技术，而且是我们应该感激他们的发明”，但认为中国人 “在科学方面表现平平”，

并从西方擅长的数学、天文学、航海术这几大领域对中西差距做了比较。⑦ 他对中医做了富有价

值的评论，认为 “作为医学基础的物理学和解剖学一直是他们的缺项，他们在医学上从未取得

·５４·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２１７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２１８—２２３页。

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第２４、４０、７３—７７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２８９—２９０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３０２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２０４页。



过巨大的进展。然而，必须承认他们获得了对脉搏的独特的认识，这使他们在世界上享有盛

名”。① 他的这些评论显示了他具有相当高的学养。李明的 《中国近事报道》尽管在１７００年被巴

黎索尔邦神学院禁止，但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 （特别是重农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② 在

法国五位 “国王的数学家”中，最有资格谈论其 “北京经验”的应推白晋、张诚两人。他俩不

仅有在北京较长的生活经历，且有在皇帝身边担任翻译和教职的经验，这是耶稣会士前所未有

的一种体验。白晋撰写的 《康熙皇帝》和留下的书信、日记，张诚留下的日记见证了他们这一

新奇的经验。③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持续努力，从利玛窦艰难地走进北京，学会与朝廷官员交谊；

到汤若望、南怀仁等凭其拥有的技艺在钦天监这样一些科技部门谋得一官半职，再到张诚、白

晋在皇帝身边贴身服侍，耶稣会士终于进入了北京社会的核心。

五、结　　语

《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１７世纪初期耶稣会士 “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
《中国新史》表现了１７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 《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１７世

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构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１７世纪西

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从文献意义上说，《利玛窦中

国札记》及其书简是以意大利文撰写，《中国新史》是以葡萄牙文撰写，《中国近事报道》是以

法文撰写，这三位作者对各自国家及其所属民族乃至整个欧洲的 “中国观” （特别是 “北京经

验”）的建构具有开拓性的作用，是为１７世纪欧洲传教士汉学的经典之作，其著作内容和著述

体裁对后来都有很大的影响。

须加指出的是，上述著作带有欧洲人那种异样的眼光，对中国的观察亦充满了好奇和猎奇；

他们对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描述虽不无比较、批评，但基本上是从羡慕、仰视的角度来介绍；

他们对北京的描述，往往以此前的 《马可·波罗游记》对元大都 “汗八里城”的描写为参照，

说明 《马可·波罗游记》是此前欧洲人有关北京知识的主要来源；这些著作手稿出版快，初版

后在欧洲迅速出现各种语言的译本，反映了当时欧洲对中国知识的渴求，它们对推动西方向远

东的殖民拓展自然会起到重要作用。

与１６世纪西方作者撰写、出版的有关中国的游记相比，如西班牙人门多萨１５８５年在罗马出

版的 《中华大帝国志》、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１５８０年完稿的 《游记》（１６１４年出版），

利玛窦、安文思、李明这三部作品在叙述知识的精确度和可信度，在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广大中

国的知识拓展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门多萨的 《中华大帝国志》可谓１６世纪西方汉学的一部

巨著，系根据三位赴华传教士的游记和环球游记的材料所写，由于这三位传教士没到过北京，

他们的游记没有提供任何 “北京经验”的材料，所以我们在这部大部头的 《中华大帝国志》只

能看到有关北京一些零碎带有传说性的描述。④ 平托的 《游记》在第１０５节 《中国国王的居住地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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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第１９５页。

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下卷，许钧、钱林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４０—

２４９页；许明龙：《欧洲１８世纪 “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６９—１７２页。

关于白晋、张诚的 “北京经验”，因篇幅所限，拟另专文讨论，在此不赘。

该书仅在第１部 《中华大帝国史》的若干处，如第１卷第７章 《这个帝国的十五省》、第３卷第２章
《国王的宫廷、他驻跸的城市，及全国没有一人拥有财物的事》等章节提到过北京、顺天府、直隶省等
处，但作者显然都是据第二手材料所写，且描述十分简略，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北京所知甚少。



北京城的一鳞半爪》至第１０７节 《北京城里的若干轶事》述及北京，但作者是以罪犯身份被押
解到北京，其行动受到限制，虽有见闻，毕竟极其有限，如作者提到 “北京城地处北纬四十五
度”，① 与实际纬度相差甚大。作者在书中数处引用了他所获得的一本 “介绍北京宏伟规模的小
册子”——— 《亚洲圣都》，这大概是当时一本相当于 《北京指南》一类的小册子，他对北京的介
绍材料不乏取自该书。可以想象，１６世纪西人实际的 “北京经验”确是极为贫乏，这种情形与
当时比较隔膜的中西关系和疏远的中西文化交流状况基本一致。由此可见，耶稣会士在１７世纪
居留北京所获得的 “北京经验”，对西方世界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跨越，他们为西方传教士汉
学奠定了新的坚实基础。

与中国在同一时期对欧洲的记载相比，耶稣会士的这三部作品也表现了相当的超前性。清
初修 《明史》，内中涉及欧洲者，有 《佛郎机传》、《吕宋传》、《和兰传》、《意大里亚传》四传，

张维华先生曾从 “溯源”、“辑补”和 “比证”三方面对之加以评论。② 这四传所据材料大都既非
实证所得，亦非亲历所获，固存诸多舛误。这与上述耶稣会士所撰著述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
可信度上，其差异均不可以道理计。直到清初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尚只是停留在与葡萄牙、

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这四个有过接触的国家上，对其他国家鲜有了解，故 《明史》只给这四
国立传。即使如此，对这四国的了解也掺杂诸多错误，对１７世纪欧洲都市 （如巴黎、伦敦、罗
马等）的了解几无。③ 这说明在１７世纪，中西之间的互相认识已开始明显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
向倾斜，欧洲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不仅掌握了主动权，而且在知识领域也开始占据领先地位，

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正在迅速的增长，而在对 “北京经验”的聚积上正在取得新的惊人突破，

这与中国对欧洲都市的茫然无知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作为 “传教士汉学”的代表性作品，利玛窦、安文思、李明的著述明显带有服务于传教的
色彩，他们作品的内容包含有相当分量的宗教内容，且对其在北京传教活动及其成就，时常不
免有夸大之嫌。他们对于北京的考察，基本上停留在对皇宫、街区面貌描述的层次，对中国皇
权和政治机制的评估常常是羡慕而不像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们那样抱持批评的态度。他们在北京
对中国科技状况的观察和交流，对增进中西文化交流确有一定的贡献，这一反辅为主的成果虽
非他们的初衷，但不失为１７世纪中西相遇和接触一个有益的收获。

〔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责任编辑：路育松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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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

①
②
③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王锁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９９页。

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原序”，第２—３页。

参见庞乃明：《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由此书可见，明代中国人对
欧洲地理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得自于来华传教士的传输，中国人没有留下自己赴欧洲城市游历的纪录，

清初的情形几无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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